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0卷（第 2期） 003268
J. Shanxi Agric. Univ.（Social Science Edition）No. 2 Vol. 20 2021

新乡贤治村研究：文献回顾与探索展望

王杰
（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新乡贤治村研究是近年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回顾文献发现，现有文献集中关注新乡贤治村何以提出、何以可

能、何以必要、何以可为、何以推进等方面，聚焦于生发依据、内外条件、功能意义、方式逻辑、问题对策等内容。总

体上，研究内容的幅度和深度不够，研究方法缺少有深度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探索和思考，研究理论的原创性和贡献

度还有待提升是现有文献存在的问题。未来研究应该不断拓展和深化关于新乡贤治村的研究内容，坚持研究方法多元

化，着力构建和形成新乡贤治村研究的本土理论话语体系。研究对于新时代深入探索新乡贤治村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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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新生社会群体，是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有序前进以及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为了更有效治理乡村

和更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必要对新乡贤治村

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在找出问题和指出研究

进路的基础上回应现实和指导实践，为乡贤研究

抛砖引玉。

一、新乡贤治村研究的文献回顾

谁是新乡贤？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并没有

形成一致看法。现实中，新乡贤没有明确的行业

或者职业限定，可以是退休的领导干部、学者、

教师、农民群众等等。可以认为，所谓新乡贤是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追求，有道德、

有能力，在乡村社会中具有一定威望，积极参与

乡村治理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个人或者群体。

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发现新乡贤治村研

究主要集中于生发依据、政策支持与文化传统、

角色功能与治村意义、治村方式与逻辑、存在问

题及其改进策略。

（（一一）） 何以提出何以提出：：新乡贤治村的生发依据新乡贤治村的生发依据

何以提出，讲的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依

据、缘由，主要包括理论来源、现实背景与历史

嬗变三个方面。

1. 理论来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来源主要有“精

英治理”说、“优势治理”说、“社会资本”说、

“文化振兴”说、“协商民主”说、“治理共同

体”说。

“精英治理”说认为，乡村精英通过塑造乡

村价值、影响乡村舆论、带动乡村变革，能够有

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1］。然而，改革开放以来，

精英流失不仅导致乡村人力资源结构失衡，而且

破坏了城乡有机循环机制［2］。国家和社会都逐渐

意识到有必要“找回”乡村精英。通过政策驱

动 、 资 本 推 动 等 办 法 ， 不 少 乡 村 精 英 开 始 回

流［3］。尤其是针对基层治理的“硬任务”进行精

英再造，形成了一批“任务型乡贤”［4］。毋庸置

疑，精英回归为乡村建设添砖加瓦，对于修复城

乡循环机制、充实乡村人力资本和维护乡村社会

秩序稳定都有所裨益［2］。但是对于“精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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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方式，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有学者提出，

“能人型精英”与“嵌入型精英”的长期组合是

有效方式［5］，另有学者认为，“精英治理”类型

多样，应该健全体制外精英的吸纳和参与机制，

从而抑制体制内精英寻租可能，形成多元化的

“精英治理”均衡格局［6］。

“优势治理”说认为新乡贤具有诸多方面的

特殊优势。其一是人才优势。新乡贤往往具备较

高的知识素养，是振兴乡村的重要社会人才。应

该着重培育和招引新乡贤，构建和创新新乡贤扶

持、孵化和使用机制，从而促进知识返乡、技术

返乡，推动乡村振兴［7］。其二是资源优势。不少

新乡贤是有所成就的成功人士，通过带动资金、

人脉、信息、企业等资源下乡，有力地推动了乡

村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为乡村振兴汇聚了强大

的资源动力［8⁃9］。其三是道德优势。正是因为新

乡贤的道德力量使其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因而

在乡村治理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有助于纾

解矛盾纠纷，在乡村社会中形成守望相助、崇德

向善的良好氛围［10］。其四是文化优势。新乡贤是

乡贤文化在新时代的社会体现。新乡贤不仅继承

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而且凝练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内涵。新乡贤能够发挥

文化优势来教化乡民、文明乡风，从而促进乡村

文化振兴［11］。

“社会资本”说认为新乡贤因其具有头衔、

名誉和声望，所以相对于普通农民更加能够形成

和积累社会资本［12］。新乡贤成为乡村社会资本最

关键的节点［8］。“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类重要

的社会资本，通过活化、利用好民俗文化资源，

可以重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有助于提升新

乡贤的治村效能［13］。要实现有效治理，新乡贤应

该运用社会资本为乡村代言，推动乡村“三治融

合”建设，强化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14］。

“文化振兴”说认为，新乡贤作为道德权威

主体，能够振兴乡村文化。通过将传统伦理道德

礼俗化，新乡贤得以从道德层面对乡村社会进行

价值约束，既淳朴民风，又维系道德风尚［15］。作

为“文化中间人”，新乡贤积极参与文化教育事

业建设，通过捐建学校等方式，促进乡村教育和

乡风文明发展进步［16］。正是文化嵌入性使得新乡

贤能够获得声誉和威望，从而增强动员和组织乡

里的能力［17］。新乡贤应该充分采用软治理方式，

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道德文化

秩序”，以道德教化为抓手，促进传统道德观念

向符合新时代需要的道德价值体系转变，为乡村

振兴筑牢道德根基［18⁃19］。

“协商民主”说认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既是基层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又是政治民主化

的重要探索［20］。新乡贤能够带动村民参与乡村治

理，从而弥补民主权利“休眠”和单一主体治理

的局限性，进而促成民主决议出台执行，有序实

现民众意愿［20］。由新乡贤群体组成的乡贤组织，

如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是推动协商民主的

治理载体，在乡村治理中是重要的辅助治理机

构，这不仅可以推动协商民主机制创新发展，而

且有助于培育协商民主理念和激发基层民主治理

效能［21］。

“治理共同体”说主张新乡贤作为“乡村治

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首

先，新乡贤与乡村社会强烈的情感纽带可以吸引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形

成［22］。其次，对于村两委“悬浮”和自治空转等

现象，新乡贤能够弥补主体缺乏难题，促进共同

治理［23］。最后，新乡贤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推进

乡村治理有效，因而共同享有乡村善治的效能。

2. 现实背景

近年来，乡村社会面临着乡村人才流失、乡

土文化凋敝、乡村治理内卷化等问题。这样的现

实背景也说明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具有现实客

观性。

首先是乡村人才流失。大批农民离土又离

乡，来到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经商，形成了“以代

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24］。一大批乡村

人才离开乡土社会进入沿海城市导致乡村建设

“失血”。要一改颓靡态势，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在于振兴乡村人才［7］。新乡贤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乡土人才，也是唤醒乡村“沉睡资源”的社

会力量。如何发挥新乡贤的积极作用，是乡村振

兴实践必须认真思索的重要命题。

其次是乡土文化凋敝。当前，乡村文化愈显

空洞，乡村社会中的精神信仰出现断裂，无处安

放［25］。但是，乡村依然是中国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的生长空间，也是离乡人士的精神寄托和乡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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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以重构乡村精神家园，如何充分挖掘、保

护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并与乡村振兴相结合重塑

乡土文化价值，从而让乡土文化“风筝不断线”，

是时下需要思考的重要现实问题［26］。新乡贤作为

乡村道德文化权威主体，熟稔传统乡土文化，有

助于复兴优秀乡土文化。

最后是乡村治理内卷化。乡村治理内卷化指

的是乡村治理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27］。

这集中表现为：乡村治理的内生性基础不断弱

化，村民参与村务的积极性不强，往往“缺位”

治理过程；黑恶势力滋长，乡村治理中的不确定

性增加，乡村社会发展稳定受到挑战；村干部的

角色冲突导致村民因此对治理过程的公正性丧失

信心，乡村治理陷入“塔西佗陷阱”［10］；农村基

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乡村治

理内生性权威不足，治理疲态显现［28，20］；合村并

组导致自治制度“空转”，自治流于形式，失语

失效［28］。新乡贤可以补位乡村治理，弥补内生权

威不足，运用软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3. 历史嬗变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乡贤治村的传统。乡贤在

乡村社会中，一方面因为享有较高的声誉和特

权，又深受官僚体系的信任，所以乡贤常常协助

基层政权处理政务，比如纳税、纳粮等等。政令

要顺利落实需要乡贤呼吁从而让乡民知晓，毕竟

乡民与中央权力极少接触，这大大降低了治理成

本［29］。另一方面，乡贤是乡村纠纷的调解人，这

既与乡贤是乡村社会的内生权威主体密不可分，

又因为出于便利因素，乡民认为找乡贤调解成本

低廉，毕竟见官府是不得已而为之。进入近代社

会，经纪统治是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主要色彩。

乡贤作为保护型经纪维护乡村利益和集体价值，

这与以劣绅、豪绅等为代表的营利型经纪是明显

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贤赖以生存

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

乡贤又逐渐走进人们视野。乡贤打破了政治精英

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得乡村精英趋于多元化［30］。

今天，新乡贤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在各行各业取

得成就的时代精英［31］。进入新时代，要打造充满

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以及有效承接乡村振

兴战略都离不开新乡贤的广泛参与。

（（二二）） 何以可能何以可能：：新乡贤治村的政策支持与新乡贤治村的政策支持与

文化传统文化传统

何以可能，讲的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外

部条件和内在基础，主要包括政策支持和文化传

统两个方面。

国家高位推动是新乡贤得以顺利进入乡村治

理场域并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在乡村治理中，

政策供给是党和国家最常用的工具和方式［32］。改

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乡村治理诸

问题并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持。尽管在不同时期，

党和国家的政策注意力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如何

变化，党和国家政策始终围绕增进农民福祉、推

进乡村善治不断演进［33］。尤其是从党的十八大开

始着手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党和国家更加重视乡村治理的制

度、体制和机制建设。一则不断完善基层民主政

治 制 度 建 设 ， 持 续 提 升 基 层 民 主 的 科 学 化 水

平［34］；二则不断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的体制结构，

一个涵盖党、政府、社会、村民等多元主体的乡

村治理格局正在成形［35］；三则积极推动乡村治理

机制创新，如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下沉自治单元、开列村级小微权力清单、选

派“第一书记”、积极开展“村民说事”等等［36］。

总体来看，乡村治理的政策供给基本做到了坚持

地方先行探索与中央顶层设计相配合，通过政策

创新扩散实现良性互动［37］。进入新时代更是重视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积极发挥人才作用［38］。这

说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条件充沛，不存在政策

阻塞。

中国乡土社会一直有见贤思齐的文化传统，

这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基础。乡贤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化

血脉的精神原动力［26］。显然，乡贤文化是国家软

实力的重要表现，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传统

乡贤文化在成长发展中彰显出明显的地域性、道

德性、知识性和公益性特征［39］，即使斗转星移，

时至今日依然是乡贤文化的基本特征。新乡贤文

化是传统乡贤文化的演化和革新。在乡村振兴背

景下，新乡贤文化建设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40］。

在乡村社会中，乡贤文化对于推动乡村道德建

设、完善乡村法治建设、发展乡村产业经济、倡

导乡村公益活动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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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何以必要何以必要：：新乡贤的角色功能与治村新乡贤的角色功能与治村

意义意义

何以必要，讲的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必

要性、不可替代性，主要包括新乡贤的角色功能

和治村意义。

新乡贤作为一类新兴治理主体，不仅是乡村

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还是引领者和推动者［18］。首

先，新乡贤是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发

展的参与者。新乡贤积极参与村务政务的协商探

讨过程，以建言献策等方式帮助构建充满活力的

村民自治机制。新乡贤法治意识较强，能够协助

解决法治意识淡薄、法治保障不健全等问题，促

进基层治理法治化［41］。作为内生道德权威，新乡

贤可以重构道德规范［42］，引导乡村社会向上向

善。其次，新乡贤是乡村振兴的引领者。面对乡

村社会中产业空心、脱贫攻坚的问题，新乡贤可

以带动资源下乡，引领乡村产业振兴①；面对乡

村社会中人才外流、人才紧缺的问题，新乡贤作

为人才下乡的代表，可以引领乡村人才振兴；面

对乡村社会中土壤污染、河流污染等突出环境问

题，新乡贤可以带头保护乡村生态，引领乡村生

态振兴；面对乡村社会中文化凋敝的问题，新乡

贤可以弘扬乡贤文化，复兴乡村文化，引领乡村

文化振兴［43］；面对乡村社会中组织不健全的问

题，新乡贤可以组建乡贤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参与

公共事务，引领乡村组织振兴［44］。最后，新乡贤

是乡村治理创新的推动者。乡村治理有效，需要

解决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政策

激励和制度保障充分激发新乡贤的公共服务意

识，促使新乡贤积极投身于服务性、互助性等乡

村公益事业建设，增进治理有效［18］。

作为参与者、引领者和推动者，新乡贤参与

乡村治理意义重大。一来，新乡贤可以完善乡村

治理体系［45］。在“乡政村治”结构视域下，村两

委治理在现实中常常出现角色冲突［46］，因而村两

委治理效能大打折扣，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也处于

“悬浮”状态。另外，乡村“熟人社会”特征明

显，国家正式权力并不能介入乡村生活全域，这

就造成了乡村基层治理“无力”的现状。显然，

面对这样的事实需要补充治理的其他力量进入乡

村治理场域。新乡贤在干群之间往往起到“润

滑”作用，以其社会属性弥补国家正式权力不

足，增进乡村治理合力［47］。二来，新乡贤可以夯

实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要形成和谐有序、充满

活力的社会秩序，实现乡村善治，仅仅依靠外部

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是不足的。真正能够可持续推

动乡村治理有效的是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新乡

贤生于斯，长于斯，是乡村社会的内生道德权

威，在乡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声誉，通过整合

社会资本、凝聚乡村共识，强化乡村内外联系，

能够可持续提供乡村振兴动力［10］。最后，新乡贤

可以改善乡村治理的社会环境。确保矛盾不上交

是迈向乡村善治的重要一步。要想不上交矛盾，

就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内部。正是因为

新乡贤积极保护和传承乡村文明，坚持以德治

村、树立标杆来浸润文明乡风，所以大大减少了

乡村矛盾，使得社会环境趋于和谐稳定［48］。

（（四四）） 何以可为何以可为：：新乡贤的治村方式与逻辑新乡贤的治村方式与逻辑

何以可为，讲的是新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

如何发挥作用。这主要包括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的方式与逻辑。

新乡贤发挥作用的治理方式主要包括自治、

法治和德治。乡贤文化在乡村社会中影响深远，

新乡贤通过传承和保护乡贤文化资源，以多样化

的形式弘扬乡贤文化，在乡间养成见贤思齐的良

好氛围，引领乡村德治发展。新乡贤直接参与村

民自治程序，不仅能够推动基层民主政治的程序

正义，而且有助于村民自治朝向民主化、科学化

方向持续推进。另外，新乡贤通常具有更高的法

治素养，通过宣传法治观念、监督村干部依法治

村履职情况、倡导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结合可

以推动法治乡村建设［49］。“三治融合”是新时代

乡村治理的大势所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常常

在自治中有机融入德治元素和法治思维，比如推

动“官德”建设和完善监督机制；在德治中紧密

结合自治和法治实践，比如修订和完善村规民

约；在法治中充分植入自治精神和德治载体，比

如尽力用好乡贤调解［14］。通过“三治融合”，新

乡贤强化了村民自治、推动了农村经济、构建了

和谐农村、弘扬了道德新风［50］。新乡贤治村方式

背后的逻辑是一种整合机制。通过智力整合，为

① 参见：发挥“新乡贤”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 . https：//www. sohu. com/a/239126337_1000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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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发展建言献策，助力地方政府科学民主决

策；通过财力整合，招商引资，推动乡村经济发

展；通过物力整合，改善乡村公共设施，做好乡

村公益慈善；通过秩序整合，调解乡村矛盾纠

纷，维护和谐稳定环境；通过特长整合，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丰富乡村公共生活；通过潜性整

合，涵育文明乡风，促进乡村文明发展［51］。

（（五五）） 何以推进何以推进：：新乡贤治村的问题与对策新乡贤治村的问题与对策

何以推进，讲的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

中尚且存在的弊病及其改进办法，主要包括问题

与对策两个方面。

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动力机制不足。要让新乡贤积极主动自

觉参与乡村治理，需要利益驱动。治理实践中缺

少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让新乡贤有可持续的动力

参与乡村治理。如果仅仅依靠新乡贤的乡土情怀

和奉献精神难以维系持续参与的动力［52⁃53］。二是

组织形态缺乏。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往往缺乏组

织形态。既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组织动员机制，又

缺少组织合规性设计。即使建立了乡贤组织，也

常常定位不明确、制度不健全，组织运转经常

“失灵”［53］。三是制度规范不健全。乡贤何以治

村，目前并没有相关的制度设计或者法律规范。

尽管国家近几年开始提倡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但是要切实发挥新乡贤的角色功能，需要制度设

计予以规范，才能让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地方

顺利推进。否则，新乡贤与村两委职能边界模糊

以及自主性与体制约束性摩擦将长期存在［54］。四

是体系结构不畅。整合资源是新乡贤有效治理的

前提。然而，由于新乡贤自身分散性特征明显，

使得新乡贤所依靠的组织平台之间也缺少互动、

联系，这势必阻碍新乡贤有效发挥作用，导致新

乡贤参与诉求和参与结果反差较大［53］。

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也开出了药方。首

先，构建起多元化的新乡贤激励机制。一方面，

强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物质激励机制，比如

通过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对新乡贤提供一定的经

济支持，不断完善针对新乡贤回归的公共服务水

平和资源保障。另一方面，加强新乡贤参与乡村

治理的精神激励机制，比如建立荣誉激励机制，

针对新乡贤群体组织开展优秀评选活动，并进行

宣传嘉奖，予以新乡贤精神动力［53］。其次，组建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运作平台。鼓励和支持在

乡村设立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乡贤组织，

同时形塑正确的认知理念，从而确保乡贤组织能

够正常运转［19］。再次，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设计明确新乡贤在乡村治

理中的权利清单，明晰新乡贤与村两委的职能边

界，以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确保新乡贤在制度规

范内参与乡村治理［10］。最后，积极促进乡村治理

体系现代化。发挥新乡贤桥梁纽带作用，凝聚乡

村治理主体，畅通乡村治理的信息渠道，形成乡

村治理共同体，以求共同参与、协同互助，增进

乡村治理效能［10］。

二、新乡贤治村研究的文献反思

如上所述，学界现有文献具有较强的现实关

切和问题意识，能够较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能够予以

启示和深思。但是，现有文献在以下方面还有继

续改进的空间。

首先，从研究内容来看，一是关于西部地

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新乡贤治村诸问题欠

少探讨。现有文献主要集中探讨东部和中部地区

的新乡贤治村诸问题，尤其以浙江地区新乡贤参

与乡村治理作为案例素材讨论居多。在乡村治理

中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是浙江乡村治理的重要

经验。上虞、德清、枫桥等大量乡村治理的事实

证明，新乡贤有效促进了浙江地区的乡村善治。

尽管全国都在借鉴浙江经验，逐步推广新乡贤参

与乡村治理的做法，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具体

经验背后的实质。新乡贤治村，其实质在于用好

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然而，不同地区区情差异较

大，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具有经济欠发达性、文

化多元性、民族聚居性、宗教成分复杂性等特

点，那么，基于对相对特殊性的现实关切，新乡

贤在其他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参与乡村治

理的诸问题更具有探索价值。这正是现有文献所

欠缺的。二是对新乡贤发挥作用的逻辑理路关注

不够。现有文献基于典型案例或者以应然层面的

价值引导为目标，较多地讨论了新乡贤在乡村治

理中的作用，或者说新乡贤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然而，聚焦于乡村治理过程，新乡贤究竟是

如何发挥作用的？新乡贤发挥作用背后的逻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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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为何？学界对此讨论较少。正是因为不知道新

乡贤治村的“所以然”，所以导致学界和业界对

新乡贤的理解有失偏颇。这值得引起学界高度

重视。

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以规范

性、合意性研究为主，辅之以微观个案的调查分

析，缺少有深度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探索和思

考。学界当前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

作用、条件、机制等学理性问题的探讨，还是以

规范性研究居多，主要停留在研究者个人思辨基

础上对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判断。或者

说，更多的是基于研究者主观立场进行应然层面

描述的观点表达。不过，这些价值判断和观点表

述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洞察力和穿透力，是值得学

界反思的。规范性研究范式的不足之处在于缺少

事实素材作为证据支撑，从而难以让学术观点更

加具有说服力。诚然，学界关于新乡贤治村问题

的讨论，也有基于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遵从这

一研究范式的学术文献大多具有较强的问题性、

故事性和客观性，因而研究提出的学术观点往往

创新性更加突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也更强烈。

然而，尽管不少研究较好地做到了回应现实，但

是在理论启示方面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换言

之，虽然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新乡贤治村经验

进行了有深度的描写，从而让学界和业界比较清

晰地了解了地方经验，不过在深描基础上，是否

能够升华到理论层面有所启迪和创新，更加值得

咀嚼和思考。因此，在遵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基

础上，走向田野、扎根田野，进而开展有深度的

质性研究是值得学界探索的。

最后，从研究理论来看，现有文献理论原创

性和贡献度还有待提升。理论贡献是学术研究的

首要追求。因为只有学术研究具有理论贡献，才

能持续不断地生产知识，从而在外溢扩散的作用

下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客观地讲，社会科学

研究有其“大循环”和“小循环”［55］。从经验上

升到理论再回到经验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

环”，这就要在田野中找到灵感、提出问题的基

础上，形成对问题的深度理解，再回到经验中检

验，从而抽象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概念［55］。从理

论出发，下沉到经验，再回到理论本身，是社会

科学研究的“小循环”，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理论

的检验，丰富和发展已有理论［55］。显然，要推动

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既需要社会

科学研究的“小循环”来验证已有理论的适用

性，又需要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来提出具

有原创性的实质理论，再逐渐上升到宏观层面的

形式理论，从而构建更加具有解析力的新理论。

现有文献对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讨论，主要

还是集中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小循环”。通过运

用一个具体的理论视角，提出对应于理论视角的

分析框架，针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问

题，作出理论回应，同时基于现实经验的理论启

示，丰富理论本身。对应于理论创新，这固然具

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要形成对新乡贤治

村的深刻理解，还应该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的

基础上，运用质性分析形成新乡贤治村的理论建

构，最后回到经验中予以检验。也就是说，关于

新 乡 贤 治 村 研 究 要 强 化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的 “ 大

循环”。

三、新乡贤治村研究的探索展望

毋庸置疑，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

新乡贤治村研究必然逐步走向深处。要在学理层

面形成关于新乡贤治村的全面深刻理解，还需要

从多学科入手、共同发力，基于不同学科理论视

角，运用差异化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持续性地开

展新乡贤治村研究。

首先，要不断拓展和深化关于新乡贤治村的

研究内容。只有持续不断拓展新乡贤治村研究的

具体内容，才能逐渐形成关于新乡贤治村的内容

全景。这是认知和理解新乡贤治村实践的前提和

基础。从研究视野来看，未来研究应该在坚持分

析东部沿海地区新乡贤治村诸问题的同时，更多

地关注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新乡贤

治村诸问题。不同区域的乡村具有明显不同的特

质。在西部民族地区，关于乡村治理，新乡贤发

挥何作用，何以发挥作用等问题都具有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也都需要学界作出学理性回答。特

别要注重深挖新乡贤治村背后的逻辑理路，找到

新乡贤发挥作用的机理所在。换言之，是一种什

么机制作用于新乡贤治村，这是值得深入探讨

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乡贤与其他治理主体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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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村支书） 是否会发生角色冲突？如果会，何以

在新乡贤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进行有效分工？这

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新乡贤治村研究还要和

国家战略结合起来。一是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从而乡村得以全面振

兴，还需要三十年左右时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不同阶段，新乡贤如何参与，何以推进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何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等问题都需要思考和回答；二是城乡融合发展战

略。城乡融合是大势所趋，新乡贤在城乡融合治

理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值得关

切；三是相对贫困治理，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

已然建成，中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新乡贤

关于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也需要学界思索。

其次，要坚持研究方法多元化。相对于研究

问题而言，研究方法具有衍生性、第二位性。要

切实拓展新乡贤治村研究的问题域，形成高质量

的研究成果，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研究

方法的多元化。研究方法有其适用性。只有科学

地运用研究方法，才能正确地回答研究问题。一

方面，在具备数据获取可行性的前提下，通过大

样本分析，找到影响新乡贤治村的相关变量，并

针对相关变量关系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开展大量研

究，形成对新乡贤治村的变量和变量关系的系统

理解；另一方面，要深度挖掘数据背后看不见的

意义和内涵，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深耕实践经验，

深化和拓展对新乡贤治村的经验理解。

最后，要着力构建和形成新乡贤治村研究的

本土理论话语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建构中国社

会科学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

学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也是坚持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新乡

贤治村，是中国乡村治理话语的实践创新。着力

构建和形成新乡贤治村研究的本土理论话语体

系，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

题中应有之义。要实现关于新乡贤治村研究的本

土理论话语体系构建，需要通过饱和经验训练，

形成关于新乡贤治村的经验质感，进而提炼关于

新乡贤治村的理论概念。或者说，只有持续不断

地将新乡贤治村的具体经验，抽象为一般化的理

论概念，才能逐渐形成关于新乡贤治村的理论话

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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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by new rural sage：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ctation

WANG Jie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n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by new rural sage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recent years. A review of the litera⁃
ture shows that the existing studies deal with why the new rural sage put forward，why it is possible，why it is necessary，why it
can be done，why it can be promoted and so on，focusing on the basi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
tions，functional significance，method logic，problem countermeasures and so on. In general，the scope and depth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are not enough；the research method lacks the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deep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the origi⁃
nality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research theory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and and deepen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adhere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construct and form a native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The
study is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by new rural sag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The new rural sage；Rural governance；Review；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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